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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灯记》改编、排演始末

——纪念老友阿甲逝世十周年

阿甲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我和阿甲在京

剧战线上共同奋斗了五十多个春秋，回忆往事，历历

在目。1938年在延安，就一起参加演出了《打渔杀

家》，阿甲饰萧恩，我饰倪荣，而萧桂英则由江青扮

演。这是京剧第一次出现在延安的舞台上。随后叉

参加演出了根据《打渔杀家》改编的渔民反霸的京剧

现代戏《松花江上》。1939年在鲁迅艺术学院，我们

先后在“鲁艺平剧研究团”(阿甲任团长)和“延安平

剧研究院”工作，在此期间演出了许多传统剧目如

《群英会》、《法门寺》、《击鼓骂曹》等；新编历史剧如

《三打祝家庄》、《岳飞》、《武松》、《逼上梁山》等，以及

反映抗日内容的如(tcz}林恨》、《教子参军》、《难民曲》

等。在许多戏中，阿甲都参加了编尉、导演和演出。

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老生演员，而且还潜心研究政

治理论、美学理论和戏曲理论。毛主席还曾邀请他

到家中探讨戏曲创作等问题。全国解放后，我们在

中国京剧院期间，工作配合得十分默契。这时他把

主要精力放在导演方面，曾导演了多部新编历史剧

和京剧现代戏，如《柯山红日》、《洪湖赤卫队》等。但

是令他最为刻骨铭心的，莫过于对《红灯记》的改编

和导演了，他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价。我在这个问

题上是和他同命运的，现将对《红灯记》改编和导演

的经过写出来，也算对老友的纪念吧!

最初促使我写这个问题，是缘于1990年为“纪

念徽班进京二百周年振兴京剧观摩研讨大会”的筹

备会议。当时由文化部、北京市政府、中国戏剧家协

会、中国戏曲学会发起，并与京剧界和社会各界人士

组成了纪念委员会，研究安排演出剧目等问题。大

家考虑应有传统戏、新编历史剧和京剧现代戏。当

谈到京剧现代戏时，大家不约而同地提出了《红灯

记》。有人提出这个戏是江青搞的，不宜演出。但是

经过讨论还是把这个戏列入演出项目，但我考虑在

十年动乱时期，江青以“革命文艺旗手”自居，飞扬跋

扈，对文艺界频频插手，横加干预，致使“江青搞了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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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革命样板戏”的说法流传甚广，所以至今有这样模

糊看法的恐怕还有人在，很有必要加以澄清。

后来有一位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的彭晓

菁同志找到我，说她曾看过两折由原班人马演出的

《红灯记》，使她非常兴奋，认为是～次很大的艺术享

受，因此很想追寻该剧产生的过程。我除了向她作

了介绍外，感到还有必要写成文字，使更多的人能了

解此事的真相。

1963年初，我率领中国京剧院四团赴日本访问

演出，结束后回到北京时，正逢文化部决定举办第一

届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中国京剧院筹划拿什么戏

参加会演之际，阿甲对我说，文化部送来上海“爱华

沪剧团”根据电影改编的沪剧《红灯记》的剧本，并说

剧本是江青从上海带回来的。我问阿甲，江青对改

编和艺术处理提出什么意见没有?阿甲说，她只带

来一个剧本，让文化部转给我们，未提任何意见。阿

甲又说。他看了剧本，认为基础很好，可以改编成一

出很好的现代戏。于是我们就同有丰富编剧经验的

翁偶虹先生商量，想请他来改编。但他考虑他对现

代戏还不够熟悉，最后决定由阿甲负责改编。阿甲

潜心构思，并广泛听取意见，九易其稿，终于改编完

成。同时阿甲叉亲自担负了此剧的导演工作。

接下来就是物色演员，为了保证此剧演出的质

量，就从全院挑选，最后选定李玉和由李少春(A

组)扮演，B组由浩亮担任。李铁梅这一角色由刘长

瑜扮演。李奶奶这一角色，阿甲提议由高玉倩担任。

当时我十分意外，因高玉倩是青衣花旦，如何能演李

奶奶?阿甲对我解释说，他听过高玉倩练声，她的大

嗓条件也非常好，以她的表演才能肯定能演好这一

角色。于是就定了下来。戏中的反面人物鸠山由老

将袁世海扮演。其他角色则由一团的演员担任。这

次演员的阵容，可以说相当强大。

接着是对音乐、唱腔、布景、服装等方面作了安

排。音乐方面，拟在京剧乐队的基础上，适当增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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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西洋乐器。以增强音乐的厚度和表现力，请刘吉

典同志负责设计。唱腔要根据人物和戏剧情节按京

剧的要求重新设计，由李少春设计李玉和的唱腔；李

金泉没计李奶奶的唱腔；由刘吉典、李广伯等共同研

究设计李铁梅的唱腔。关于布景，一要反映时代背

景，二要简洁，舞台上留给演员充分的表演空间。服

装要适合人物的身份，又要注意美观。这些请李昌

和赵金生共同设计。

一切准备就绪即开始排练。到1963年下半年，

排到“赴宴斗鸠山”一场，正好是全剧的一半，我们想

检验一下已排出来的戏的艺术效果，于是在内部作

一次彩排，请来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林默

涵同志还有其他戏剧单位的同志观看。演出后召开

了座谈会，大家都非常兴奋，一致认为从这半出戏就

可以预计全剧演出是会成功的。同时也提了些宝贵

意见，供继续排练参考。

1964年初，全剧排练完毕，在人民剧场举行了

一次内部正式彩排，招待部分文艺界的同志。这次

演出引起极大的轰动，在剧场里，所有的艺术效果都

得到了应有的反映。观众以十分热烈的掌声祝贺这

一演出的成功。

这时江青从上海回到北京，听说我们排了《红灯

记》，想要看一看。于是我们又在人民剧场为江青举

行了彩排，江青和部分观众观看。由于此剧改编和

演出的成功，观众完全被戏的艺术效果吸引住了，当

演到“痛说革命家史”一场时，甚至江青也被感动得

流下眼泪。演出结束后，江青感谢了演员。但是她

提出还要再看一次。

几天后，我们为她举行了第二次彩排。不料演

出后，江青的态度突然改变，不仅未予鼓励，反而提

出严厉的批评。她说，这出戏没有排好，上海原来的

剧本有“粥棚”一场，你们为什么给删去了?必须恢

复这场戏。同时还提出把最后一场中的“监狱”改成

“刑场”。这突如其来的批评，大出我们的意料。阿

甲当时稍作解释说，根据整个艺术结构，作这样大的

改动比较困难。江青很不高兴的说，应该改动!她

同时又提出。要增加李玉和的戏，要给他设计成套的

唱腔。阿甲只好说：“那就再想一想吧!”江青说：“你

们考虑吧!”说完就气呼呼的走了。

这就是对我们已经排出的《红灯记》，江青插手

并企图夺取别人劳动成果的开始。

我们回到剧院后，召开了领导干部的紧急会议，

由阿甲介绍了江青对我们的批评和她提出改动的意

见，阿甲也说明了他的看法。讨论中大家都同意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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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的意见，认为改编是艺术的再创造，作者有自己整

体的艺术构思和情节安排，对原著应允许有取舍，但

江青不是一般干部，她是毛主席的夫人，从尊重领袖

考虑，对她的意见又不便拒绝。应如何处理此事?

于是我和阿甲只好直接向徐平羽副部长请示。徐副

部长表示，你们对江青提意见，有的接受了，有的因

改动太大，不符合你们原创作的艺术结构．则应尊重

创作者的意见，可以保持你们原来的艺术安排。由

于有了部领导的支持，我们也就比较放心了。

没想到过了几天，中宣部周扬副部长让秘书打

电话给我，要我和阿甲到周扬副部长家里，汇报演出

剧目的情况。当讲到江青的批评时，周扬同志提醒

我们要听取江青的意见。我解释说，江青要求我们

改动的地方，凡能改动的我们都作了改动，但“粥棚”

和“刑场”两场，因改动太大，不符合阿甲原来设计的

艺术结构，改动很难。阿甲接着说．沪剧带有说唱艺

术的特点，它的容量很大，而改编成京剧就不得不作

些精减。关于“粥棚”一场，我们设计的是在李玉和

回家时当面向李奶奶叙述，同样表现李玉和的机智

和勇敢，因此删去了，戏也显得精练。至于“监狱”一

场，已表达了我们想表现的内容，如改为“刑场”，则

变动太大，还不可避免的要去掉一些原设计的精彩

的场面，也有些可惜。周扬同志说，江青是毛主席的

夫人，也是有修养的艺术家，她提的意见也是为了把

剧本改好，在艺术创作上是可以作些试验的。周扬

同志始终未对我们作硬性安排，只是耐心对我们做

说服工作。谈话将近半天，我开始感到问题的复杂

性，不能再僵持下去了，不要让周扬同志为难。于是

表示，愿按照周扬同志的指示，回去研究，把江青的

意见作一次试验!

据事后了解，由于我们未接受江青的意见，她非

常生气，跑到周总理那里告了我们一状，还当着总理

的面发了一顿脾气。总理对她进行了劝慰，并告周

扬同志来处理此事。我才知道周扬同志找我们谈话

的缘由在此。江青之狂妄可见一斑。

我们按周扬同志的指示，对剧本进行修改。由

于江青只下了命令，并未对修改提出任何具体意见。

设计情节安排和艺术处理的任务仍然落在阿甲的肩

上。他还请来翁偶虹先生，一起绞尽脑汁冥思苦想，

设法突破此难关。最后修改的结果是，“粥棚脱险”

这场，简短精练，但也不得不将其他场的戏减少时间

以便能加进这场戏。剧中既表现了李玉和对敌斗争

的机智、冷静和勇敢，还表现了他同群众的鱼水之

情，因而能得到群众的支持。在“刑场斗争”这场，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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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和一家三人同鸠山进行坚决斗争，使鸠山因失

败而疯狂发出枪杀的命令，三人英勇就义，使剧情一

步一步发展而最后达到高潮，使这两场戏和已排好

的戏的整个框架完全融合一起，得到良好的艺术效

果。但对阿甲来说，却是他～次痛苦的创作过程，因

这样改动，不得不把原来排的赴刑场“三人行”的一

场感人至深的情节抬弃。

改动完成后，我们将这一喜讯报告给林默涵同

志，他很高兴。但要我们给江青写一份捡讨。我和

阿甲感到不解。林默涵同志劝说，你们原来没有接

受江青的意见，使她很不高兴。现在你们根据她的

意见，把剧本改得很好，这就很好么!你们把这情况

向她报告，并写个检讨，也好让她下台阶么。回来后

阿甲说，搞了多年艺术创作，由于有不同见解而写检

讨，这还是第一次。随后我们两人只好写了检讨，送

给了林默涵同志。就在我们对《红灯记》反复修改阶

段，会演已经开始，作为国家一级剧院所排的《红灯

记》竟不能上演，我和阿甲在会演中并坐观摩别人的

剧目演出时，真是心急如焚。

全剧重新排好后，我们在总后勤部礼堂进行正

式彩排。这时江青提出，要请周总理、康生、吕正操

以及文化部的领导同志一起审查，俨然这次彩排是

江青主办的。演出后大家在休息室谈意见，发言很

热烈。最后总理讲话，主要讲对李玉和这一地下工

作者，在进行工作时应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并说

今天戏演得很好，大家提的意见不多，我看再稍改一

下就可以演出了。由于总理的关心对“红剧”的肯

定，帮助剧院过了江青的审查关。随后，《红灯记》在

观摩大会上正式演出了三场，每场都引起了强烈的

轰动．从艺术效果看，该剧已获得很大的成功。

这时，江青提出要我们尽量少演出，或者暂时不

要演出，注意保护好演员的嗓子，准备给毛主席和中

央其他领导同志汇报演出。

时隔不久，《红灯记》就在怀仁堂演出了。毛主

席、刘少奇主席和邓小平总书记都出席观看。他们

对演出颇为满意。演出结束后，由周扬同志陪同中

央领导同志走上舞台，同演职人员一一握手，表示祝

贺，并一起照了像。现场情绪极为热烈，这是我们全

体人员永生难忘的。

由于《红灯记》在北京演出的成功，有的省市就

要求到他们那里演出。我们请示了江青，她同意先

到广州和上海演出。1965年结束了在广州和上海

的演出后．就在北京举行正式公演，观众的反映极为

强烈。北京的报刊杂志发表了不少评论文章。《人

民日报》邀我撰写了《京剧(红灯记)改编和创作上的

初步体会》，着重介绍了阿甲等对改编和创作方面一

些经验。《北京日报》记者找到我，以《精益求精(红

灯记)》为题，从主题思想、表演、如何修改加工等方

面进行了访问报导。六月间，中国戏剧家坼会从全

国报刊所发表的二百多篇文章中选了四十多篇编辑

出版了一本《京剧(红灯记)评论选集》。至此，《红灯

记》的公演即告一段落。

按说《红灯记》作为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的

剧目，此时已改编完成，并在北京进行多次成功的演

出。但江青却又节外生枝，她提出，黑龙江京剧团演

出的《革命自有后来人》，效果不错，但也有不足之

处，让我们和黑龙江京剧团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互

相靠拢。这又给我们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我们在

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租了几间房，讨论这一问题。阿

甲非常为难地说：《红灯记》和《革命自有后来人》是

两个截然不同的创作安排，《红灯记》主要是塑造李

玉和这一共产党员地下工作者的英雄形象；而《革命

自有后来人》则是塑造一个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形象，

两个戏怎么互相靠拢呢?如果《红灯记》向《革命自

有后来人》靠拢，是否会影响李玉和的形象?因为原

来江青就告诉我们“三人行”不要影响李玉和的形

象，嫌我们对李玉和拔得不够高，我们还作了检讨。

如果说让《革命自有后来人》向《红灯记》靠拢，我们

怎么好向他们说呢?再者，如果两个戏都强行向对

方靠拢，很可能使两个戏都失去各自的特色。每个

戏都应允许有自己的艺术形式，为什么一定要让《革

命自有后来人》和《红灯记》互相靠拢呢?

我很理解阿甲的为难之处，并同意他支持《革命

自有后来人》这一演出形式。但如果不向《红灯记》

靠拢，恐怕很难通过江青这一关。于是对阿甲说：我

过去和裴华(黑龙江京剧团负责人)曾一起在东北大

区工作，都是老战友，我去找他研究一个妥善的解决

办法。

见了裴华后，我把江青的意见和阿甲的看法都

告诉了他．同时也把我们在编排《红灯记》的过程中，

由于一时没有接受江青的意见而受到批评一事也坦

率地告诉了他。裴华听后表示，《革命自有后来人》

演出后获得好评，演员有些自满情绪．听了你刚才介

绍的情况，觉得应接受你们因未接受江青的意见而

受批评的教训，非常感谢对我们的关怀。《红灯记》

演出获得很大成功，我就以此来做演员的工作，引导

他们向《红》剧学习，将剧中的李铁梅写成是在李玉

和的影响教育下成长起来的，这就可以做到互相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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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艺术》

习丁。谈话后，我向江青作了汇报。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在我们已排演出《红灯

记》之后，江青不断插手，不断批评，又不断出难题，

使我们无所适从。由于《红》剧的成功，被群众誉为

样板戏，这是广大艺术工作者的创造，并非所谓“江

青的样板戏”。但江青却把这一群众创造的艺术成

果揽为己有，反而说阿甲不按她的指示办事，是对作

品的破坏。这一切给我们造成了很大困难，但更大

的灾难还在后头。

1966年，所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如疾风

暴雨般袭来。那是个是非颠倒，乾坤混沌的岁月。

四人帮横行天下，人的尊严被践踏，人身被侮辱、摧

残甚至被迫害致死。几乎所有单位的领导人和各行

各界的知名人士被批斗、打倒，我和阿甲当然难逃劫

难，被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帽子，江青宣

称，在北京有两个人最不听话，一个是肖甲(沙家浜

的导演)，一个是阿甲。因此我们被大会小会批判斗

争，开始斗我，阿甲陪斗，后来重点转向阿甲，我作陪

斗，戴高帽、低头下跪等等。连同我原领导下的一些

艺术骨干40余人都被定为“黑线人物”，下放到“红

艺五七干校”监督劳动，承担最脏最累的活，还不断

大会小会批斗，使我们痛心不已，精神压力十分沉

重。

在此期间还发生两件事。一是中国京剧院成立

了“《红灯记》剧组”，根据江青的指示，将《红灯记》进

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并在“人民剧场”演出，京剧

院的人连同我们“黑班”都被组织前去观看。回来后

阿甲对我说，看不出什么“脱胎换骨”，因为框架还是

原来的．只有个别地方有点改动。正面人物的表演

夸大了，特别是把李玉和加工到神化的地步，大概是

按照江青“三突出”的思想改造的。看了戏之后，又

借此把我和阿甲调到团部进行了几天的批斗。

第二件事是由江青安排，在中央刊物《红旗》杂

志上发表了《红灯记》剧本。在党的刊物上发表剧

本，这还是第一次。还发表一篇题为《为塑造无产阶

级的英雄典型而斗争——塑造李玉和英雄形象的体

2004年2月

会》，在这篇文章中点了阿甲的名，被说成是反革命

分子。这件事给阿甲造成了异乎寻常的极为沉重的

压力，认为在中央刊物上点r名，等于是已经定了

性，永无翻案的可能，因此情绪极为低沉。我虽然也

为阿甲担心，但仍尽量劝慰他，使他把心放宽，认为

将来总会有澄清事实做出正确结论的一天。那时在

干校的一间大房子里，原有十几个人同住．后来其他

人都陆续调走，在空旷的大房子里只剩下我和阿甲

两人了．在心情十分沉重的情况下，过着凄凉、单调

的生活，但缘于我们深厚的革命情谊，不断互相鼓

励，互相慰藉，终于坚持下来。

“多行不义必自毙”。曾经猖狂一时的罪恶的四

人帮，终于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全国人心大快。

在审判江青的法庭上，曾受到残酷迫害的阿甲，严厉

指斥江青诬蔑阿甲破坏《红灯记》的创作，并在《红

旗》上点名阿甲为反革命分子，怒斥她称霸文艺界，

篡夺别人创作的《红灯记》和其它剧目的劳动果实诸

多事例。江青在这些被揭露出的罪恶面前，瞠目结

舌无言以对。

江青演出的这场闹剧终于结束了。虽然由于江

青的施压和迫害，使阿甲遭受了长时间的困惑和灾

难．但他并未屈服，豪情仍不减当年，依然战斗在京

剧战线上。十年动乱后他虽年逾花甲，也还指导和

帮助导演了《恩仇恋》等优秀剧目。由于他一生对京

剧和戏曲不断钻研和探索，在理论、编剧、导演、表演

等方面都取得了相当成就。他从实践中解决了京剧

在表现现实生括方面形式与内容的矛盾，达到完美

的艺术境界。如他在改编《红灯记》时。经过仔细研

究，慎重地作了某些精减，并增加了若干精彩的情

节．终于改编成了一部艺术精品，被誉为京剧现代戏

中的一颗明珠。现在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对京

剧所作的贡献和孜孜不倦的敬业精神，依然保留在

我们的心中。我在写这篇纪念文章时，既为逝者痛，

也为逝者骄傲，同时也了却我的一桩心愿。愿他在

秀丽的西子湖畔，尽情领略潋滟的湖光和空蒙的山

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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